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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视角下政府工作人员使用
学术成果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多层线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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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不仅涉及研究成果的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也与使用

者自身的因素有关。循证主张谨慎地使用各种类型的证据进行管理和决策,为研究学术成果使用

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更宽广的视角。以49个政府单位为组织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组织和

个体层面影响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循证能

力以及组织规模、积极的组织环境对学术成果使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工作年限对学术成果使

用存在负向效应;个体受教育程度和部门服务对象对学术成果使用的影响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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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gapbetweentheoreticalresearchandpracticalapplicationinvolves
notonlythescientificrigorandrelevanceofresearchresults,butalsothefactorsof
usersthemselves.Evidence-basedpracticeclaimscautioususeofvarioustypesof
evidenceformanagementanddecision-making,andprovidesabroaderperspective
forstudyingtheinfluencingfactorsofacademicresearchresults.Inthispaper,49
governmentunitsareusedasorganizationalsamples,andahierarchicallinear
modelisusedtotestthefactorsattheorganizationlevelandindividuallevelthat
influencetheuseofacademicresearchresultsbygovernmentstaff.The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evidence-based ability,
organizationalscaleandpositiveorganizationalenvironmenthaveasignificant
positiveeffectontheuseofacademicresearchresults;theworkingyearshasa
negativeeffectontheuseofacademicresearchresults;andtheimpactofindividual
educationanddepartmentalserviceobjectsontheuseofacademicresultsisnot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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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与实践是两条并行的体系,但对公共管

理学等应用科学而言,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

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管理学自诞生以来,在追

求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钟摆运动’中演

进,二者关系既是管理学进步的标志,又是学术群

体必须直面的议题。”[1]不少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

被束之高阁是不争的事实,不能服务于解决我国

政府管理的现实问题令学术成果的价值大打折

扣。那么,政府工作人员缘何较少使用学术成果

作为工作依据?① 一方面是因为学术成果的质量

和适用性不高。以公共管理学为例,从20世纪

80年代逐渐恢复和重建中断几十年的公共管理

学至今不过四十年历史,整体研究水平不高,缺

乏严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学科体系和研究

内容“照搬”西方,脱离我国政府实践[2]。提高学

术成果的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能够为弥合学

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鸿沟创造客观条件。另一方

面,还与使用主体自身有关,政府工作人员及所

在部门自身的状况也会影响学术成果的使用,本

文旨在探索影响学术成果使用的主体方面的

因素。

Rousseau认为循证为解决理论研究与实践

脱节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3]。循证实践即

谨慎、清楚、明智地使用各种类型的证据进行管理

和决策,循证实践以证据为载体,主张使用能够获

得的“最佳”证据[4]。循证实践中的证据即能够用

于支持某种观点的信息,并不局限于研究型证据。

Estabrooks总结了循证医学领域证据的类型:从
平时工作积累的经验、凭直觉作出的判断、同事分

享的信息、与政府其他人员的沟通中学到的内容、
借鉴其他地方或部门的政策、从学校学到的专业

知识、学术刊物中发表的文章、专业书籍书中得到

的信息、参加培训或会议获得的信息、从政策和规

章制度中获取的信息、从新闻媒体获取的信息、国
家政策和指导方针、审计报告、网络上获取的信

息、咨询公司提供的专业咨询等[5]。证据的生成

(搜索)、评估和使用构成完整的循证实践过程,评
估外部的证据、实践者的经验和判断、利益相关者

的价值和偏好、组织背景和环境构成循证实践的

四要素。尽管主观经验、绩效信息、学术成果等都

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不同类型证据的层级不

同。循证实践尤其重视证据的层级评估、质量评

估和适用性评估,层级和质量评估强调证据生成

方法的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评估关注证据使

用的背景环境。循证充分考虑了证据使用过程中

包括实践者和利益相关者在内主体方面的要素,
为研究学术成果使用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更宽广的

视角。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从循证角度而言,绩效信息与学术成果都可

以作为证据②,鉴于国内外研究循证实践影响因

素的实证分析成果较少,采纳绩效信息使用影响

因素的研究成果作为分析学术成果使用影响因素

的理论基础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影响

绩效信息使用的因素来自多个层面,涉及外部环

境的因素、组织的因素和个人的因素;另一方面,
为数不多的有关循证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亦发现

影响因素来自组织和个体不同层面。有学者研究

了伊朗循证护理的影响因素,组织层面的影响因

素包括工作环境、组织的预期、管理和监督、团队

合作、人力资源状况等;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

个人的专业知识、临床工作经验、充裕的时间和机

会、对循证实践的理解、对研究证据的信念、自信

以及教育水平[6]。Viglione运用多层线性模型研

究医学领域组织和个体层面循证实践的影响因

素,组织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组织氛围、组织承

诺、组织领导、对变革的态度、组织培训、投入的资

源以及部门协作情况等[7]。因此,参考绩效信息

使用和医学领域循证实践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
分析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主体方面的影响

因素,可以从个体和组织两个层面考虑。

1.个体层面

(1)受教育程度与循证实践

目前对受教育程度与绩效信息使用关系的研

究并无定论。例如,Moynihan等实证研究表明

受教育程度对绩效信息使用没有显著影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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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学术成果是指学术期刊论文、学术报告、学术会议论文、学术著作等各类学术成果。此外,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的学术成果不只是

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脱节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公共管理学领域。所以,在变量测量中使用“学术成果”的表

述比“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更为合适。
绩效信息即通过绩效评价方式获取的关于绩效结果的信息,包括政府内部和外部绩效评价结果。根据证据层级评估(依据证据

生成方法科学性和可靠性),绩效信息属于报告型证据,层级介于研究型证据与经验型证据之间。



Askim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议员越不倾

向于使用绩效信息,原因是受教育程度高的议员

掌握更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工作中面临的“不确

定”较少;绩效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需要成本,出于

提高 效 率 的 角 度 倾 向 不 使 用 绩 效 信 息[9],但

Johnson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越可能

使用绩效信息[10]。受教育程度高有助于提高证

据搜索、评估和使用的技能,高学历的人对循证实

践更有信心,更有可能使用学术成果,为检验受教

育程度对使用学术成果的影响,本文提出假设

H1:政府工作人员受教育程度对学术成果的使用

有正向作用,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中越倾向使用

学术成果作为工作依据。
(2)工作年限与循证实践

工作年限越长意味着工作经验越丰富,循证

医学领域的研究表明,护理人员的工作经验影响

研究证据的使用[11],但是,Taylor、Moynihan等

人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工作经验对绩效信息使

用的影响并不显著[1213]。Kroll& Vogel实证研

究发现管理人员的工作经验对绩效信息使用有负

向作用,工作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有更多其他途

径获 取 信 息,降 低 了 绩 效 信 息 的 重 要 性[14]。

Askim实证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缺少工作经

验的议员由于面临信息短缺和不确定性,更倾向

于搜索和使用绩效信息[9]。本文提出假设 H2:
政府工作人员工作年限对学术成果的使用有负向

作用,工作年限越长,经验越丰富的政府工作人员

越不倾向使用学术成果。
(3)公共服务动机与循证实践

李小华等人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强

的公务员在工作奉献、人际关系促进方面绩效更

显著[15]。Pandey等人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动机

越强的政府雇员表现出更高水平的组织承诺、更
高的工作满意度、更强的工作参与度、要求更少的

外部奖励[16]。公共服务动机导向的管理者在工

作中能够感知到任务意义及身份认同,从而产生

更强的工作动机,成为他们在工作中付出额外努

力的基础[14]。搜集和使用科学合理的证据需要

付出额外的努力,较强的公共服务动机是循证实

践的精神动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公共服

务动机对循证实践有正向作用,公共服务动机越

强的政府工作人员越倾向使用学术成果作为工作

依据。

  (4)循证能力与循证实践

循证能力主要是搜索、评估和使用学术成果

的能力。并非所有学术成果都可以作为循证实践

的证据,使用前需要对学术成果进行质量和适用

性评估,这就要求具备专业的技术知识和相关的

工作经验,并非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能够区分学

术成果的质量和适用性。Adib-Hajbaghery[6]、

Gerrish[17]在各自的研究中都强调,循证实践过程

中搜寻、评估和使用研究证据需要具备一定的技

术能力,这在循证医学的研究中已被普遍认同和

证实。Upton等指出循证实践相关的技术能力包

括研究和信息技术、解读文献并应用于特定案例

的能力[18]。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循证能力对

循证实践有正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循证能力

越强,工作中越倾向使用学术成果。

2.组织层面

(1)组织环境与循证实践

本文提出的组织环境变量包括目标清晰度、
组织文化、组织变革领导支持度和亲社会行为动

机四个维度。首先,清晰的组织目标是履行职能

的前提条件,目标清晰度影响组织的决策、监管、
激励等各方面,模棱两可的目标对雇员态度、活动

和组织绩效有负面影响。Chan对美国联邦政府

雇员的实证研究表明,组织目标模糊对公共服务

动机、工作满意度和离职倾向有负面影响[19],

Wright发现组织目标模糊影响个体工作清晰度

和个人效能感,对个人工作动机有显著负面影

响[20]。其次,组织文化不仅决定组织的战略和目

标,也决定组织的运作模式。国外研究表明,组织

文化影响绩效改革,创新型组织文化注重从错误

中学习和提升,有助于促进绩效信息使用[14]。循

证医学领域的研究同样认为组织文化影响循证实

践[11],循证实践意味着组织变革在创新型组织文

化的环境更容易推行。再次,亲社会行为动机是

公共部门创新与变革的内在动力。亲社会行为动

机是指为社会做出无私贡献而自身并不一定从中

受益甚至可能受损的行为动机。登哈特认为关心

服务公众的管理者通常更倾向追求变革[21]。内

在动机有助于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造力和积极

性,帮助政府工作人员克服面对挑战和风险时的

恐惧,提 高 政 府 工 作 人 员 对 组 织 变 革 的 承 受

力[22]。培育提高组织成员的亲社会行为动机能

为循证改革创造有利的组织环境。最后,领导支

持与否对组织创新与变革有重要影响。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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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高度集中,决定了行政改革过程中领导

支持的重要性。只有取得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
才能获得改革的“通行证”和资源,调动政府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另外,循证

实践主张研究证据优先,一定程度将会起到监督

和约束领导权力的作用,这就需要主要领导有“刀
刃向内”的觉悟和决心。

综上分析提出假设 H5:积极的组织环境对

学术成果的使用有正向作用,即组织目标清晰、组
织文化鼓励创新、领导支持组织变革、组织成员亲

社会行为动机越强,政府工作人员更倾向于使用

学术成果作为工作依据。
(2)服务对象与循证实践

我国政府党政部门数量、类型众多,不同单位

服务对象有别,可以分为面向政府内部提供服务

和面向外部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两种类型,前者如

市委办、市府办等,后者如医疗保障局、卫生健康

局等。有研究发现服务对象不同影响绩效信息的

使用,Moynihan等发现面向社会公众提供服务

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使用绩效信息程度更高,因
为要面对社会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压力,更有可

能使用绩效信息论证其工作的合法性[23]。Kroll
等人实证研究得出类似的结论,即当政府工作人

员向政府外部主体提供服务时,面临外部更大的

压力,促使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绩效信息检验工作

的合理性,外部压力有助于促使政府工作人员克

服使用绩效信息时面临的困难[14]。据此,本文提

出假设H6:以政府外部主体为服务对象的政府

单位,其工作人员更倾向于使用学术成果。
(3)组织规模与循证实践

不同学者对组织规模与绩效信息使用关系研

究的结论不尽相同。Taylor等实证研究表明,组
织规模对绩效信息在决策中的使用并无显著影

响[12],但也有研究表明政府组织规模对绩效信息

使用有正向作用,Brudney等发现规模越大的组

织越有可能接纳绩效评估,规模大的组织有更充

裕 的 资 源 支 持 组 织 改 革[24]。Moynihan &
Ingraham认为组织规模越大,组织管理者越需要

使用绩效信息,用于监督组织成员的努力程度和

绩效产出[8]。一般而言,规模越大的组织越有需

求和能力使用绩效信息。例如,国家发改委作为

国务院第一大部委,主管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核心

政府职能,任务重、权力大、资源多,其下属有多个

专门研究机构为其提供咨询服务,规模越大的组

织越有需求和条件生产、评估和使用学术成果。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7:组织规模对学术成果的

使用有正向作用,组织规模越大,政府工作人员越

倾向于使用学术成果。

二、研究方法

多层线性模型是针对多层嵌套数据进行回归

分析的统计分析技术,优点在于建立多层回归方

程,将总误差分解为各层次误差,解决随机误差独

立性假设问题。本文从组织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

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影响因素,采用多

层线性模型较为恰当。

1.调查对象与样本特征

本文调查对象是政府工作人员,样本调查采

用滚雪球抽样和线上调查方式,回收调查问卷

473份,有效问卷443份,有效率为93.7%。443
份问卷来自49个不同组织单元,分布在长沙、深
圳、广州、珠海、佛山、南昌、荆门、镇江、武汉、厦
门、襄阳、宜昌、成都、惠州等多个城市不同类型的

政府部门,有效组织样本量为49,各组织单元平

均调查人数为9人。
调查 对 象 男 女 比 例 基 本 持 平,分 别 占 比

51.5%和48.5%;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本科学历

占比48.5%,大专学历占比25.1%,研究生学历

占比14.0%,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12.4%;就调

查对象职位而言,部门领导(含正副职)职位调查

对象占比8.1%,处(科)室领导(含正副职)职位

调查 对 象 占 比 18.5%,一 般 工 作 人 员 占 比

73.4%;就工作年限而言,53.7%的调查对象工作

时间 在 4 年 以 内,工 作 时 间 8 年 以 上 占 比

21.4%,4~8年的占比24.9%;从服务对象来看,

47.0%分布在以政府内部主体为服务对象的单

位,53.0%分布在以服务政府外部主体为主的单

位;从组织规模来看,10人以下占比26.2%,11~
20人占比21.7%,21~30人占比9.0%,31~40
人占比12.0%,41~50人占比8.1%,50人以上

占比23.0%。调查样本在各维度分布较为均衡

合理,具有较好代表性。

2.变量测量

绩效信息使用的测量量表较为成熟,循证有

关的量表则不然。本文因变量是学术成果的使用

情况,借鉴Rubin&Parrish的测量量表,采用单

一题项测量,即“我会利用各种途径搜寻最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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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据(学术成果)指导日常工作”,自变量测量 题项来源见表1。

表1 自变量测量题项

层次 维 度 题     项 来   源

组
织
层
面

组织环境

很容易对外面的人解释部门的工作职能、使命和目标 Rainey(1983)[27]

上级领导支持鼓励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我所在的部门文化鼓励创新 Moynihan&Pandey(2010)[28]

为社会做出贡献对我而言,比实现个人成就更重要 Moynihan等(2011)[23]

个
体
层
面

公共服务
动机

在工作中我能够为实现公众利益无私奉献 Moynihan等(2012)[13]

循证能力

能够鉴别实践需求与掌握的信息的差距(需求识别能力) Salbach&Jaglal(2011)[25]

有信心找到最好的科学依据用于指导工作实践(证据搜索能力) Rubin&Parrish(2010)[26]

能够区分工作依据是强有力的还是较弱的(证据评估能力)
能够使用学术成果作为工作依据提高工作成效(证据使用能力) Upton等(2006)[18]

  3.测量模型检验

(1)组织环境测量模型检验

首先,组织环境作为组织层面的测量变量,是
由政府工作人员个体调查数据合成,为确保个体

测量到组织层面的有效性,需要对组织环境变量

数据进行聚合检验。Rwg是针对李克特量表使用

最广泛的用来检验不同数据存在组内同质性和不

同调查对象之间一致性的指标,Rwg大于0.7表示

个体分数可以整合为组织整体分数。组织环境变

量49组Rwg指标最大值为0.97,最小值为0.73,
均值为0.87,均大于0.7,说明不同组织内部评估

一致性良好。
其次,使用SPSS22.0和 AMOS22.0软件

检验样本信度和效度。本项研究采用Cronbach’s
α系 数 检 验 量 表 内 部 一 致 性。组 织 环 境 量 表

Cronbach’sα系数为0.79,量表总体可信。探索

性因子分析是寻找隐藏在测量量表中的潜变量的

有效方法,尤其适用于一些较新的、量表尚不成熟

的研究主题,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的内

容效度,在0.05显著水平上Bartlett球形检验通

过,KMO值为0.752,大于0.7的标准值,说明该

数据适合作因子分析。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
四个题项中提取一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62.12%,量表具有较好内容效度。使用 AMOS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的建构效度。一

般认为当因子载荷大于0.5时,指标具有良好收

敛效度;当平均变异萃取量AVE大于0.5时,表
示潜变量具有理想的收敛效度[29],组合信度CR
达到0.7时说明潜变量信度良好。组织环境变量

模型中目标清晰度的因子载荷为0.59,亲社会行

为动机的因子载荷为0.59,组织文化的因子载荷

为0.72,组织变革领导支持度的 因 子 载 荷 为

0.91,计算得到AVE为0.511,各项指标均大于

0.5的标准值,CR为0.801,说明该模型具有良

好的测量信度和收敛效度。
最后,模型拟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

果提供了多项模型拟合评价指数,见表2。各项

拟合指数均符合评判标准,说明该模型拟合度

良好。

表2 组织环境测量模型拟合评价指数

拟合指数 模型拟合 评判标准

χ2/df 0.606 <5
RMR 0.017 <0.1
NFI 0.998 >0.9
IFI 1.001 >0.9
TLI 1.004 >0.9
CFI 1.000 >0.9
GFI 0.999 >0.9
RMSEA 0.000 <0.1

  (2)循证能力测量模型检验

循证能力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16,
量表总体可信。在0.05显著水平上Bartlett球

形检验通过,KMO值为0.786,说明该数据适合

作因子分析。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四个题项中

提取一个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4.97%,量表

具有较好内容效度。需求识别能力因子载荷为

0.82,证据搜索能力因子载荷为0.75,证据评估

能力因子载荷为0.77,证据使用能力因子载荷为

0.58,计算得到 AVE为0.541,各项指标均大于

0.5的标准值,CR为0.823,说明模型具有良好

测量信度和收敛效度。模型拟合度检验结果见

表3,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评判标准,说明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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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良好。

表3 循证能力测量模型拟合评价指数

拟合指数 模型拟合 评判标准

χ2/df 3.851 <5
RMR 0.030 <0.1
NFI 0.988 >0.9
IFI 0.991 >0.9
TLI 0.972 >0.9
CFI 0.991 >0.9
GFI 0.992 >0.9
RMSEA 0.080 <0.1

三、实证检验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文采用李克特七点量表,自变量、因变量描

述性统计结果见表4。
对研究中的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因变量与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组织规

模、服务对象等四个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与
公共服务动机等其他各项指标均在0.01水平上

显著相关。

表4 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类型 变量层级 变量名称 有效样本 平均值 标准偏差

自变量

个体层面

受教育程度 443 2.64 0.872
工作年限 443 2.64 1.565
公共服务动机 443 5.47 1.315
证据使用能力 443 4.92 1.296
需求识别能力 443 4.89 1.218
证据搜索能力 443 4.91 1.222
证据评估能力 443 4.99 1.176
循证能力 443 4.93 0.987

组织层面

组织规模 443 3.23 1.933
服务对象 443 1.53 0.500
亲社会行为动机 443 5.16 1.369
组织变革领导支持度 443 5.44 1.263
创新型组织文化 443 5.35 1.391
目标清晰度 443 5.49 1.219
组织环境 443 5.36 1.030

因变量 学术成果使用 443 5.15 1.309

  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与组织环境变量都不

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动机、循证能力分别

与组织环境变量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组织

规模、服务对象与循证能力、公共服务动机都不存

在显著相关关系。公共服务动机与受教育程度、
工作年限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循证能力与受

教育程度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与工作年限并

无显著相关关系。

2.回归分析与假设检验

(1)零模型

首先检验是否存在跨层次效果,即各层次自

变量对因变量的贡献,确认层-2自变量是否存

在显著效应。为此需建立零模型,即不含自变量

的模型。零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组间方差τ00为

0.445(χ2=194.35,d.f.=48,p<0.001),组内

方差σ2 为1.287。Deviance为1439.25,用于评

估变量拟合程度,加入变量后Deviance值降低,
说明变量适合,见表5。组内相关系数ICC(1)

(IntraClassCorrelation(1))=τ00/(τ00+σ2)。
ICC(1)最小应大于0.059,介于0.059与0.138
之间 为 中 度 相 关,高 于 0.138 为 高 度 相 关;

ICC(2)需要大于0.7方适合使用多层线性模型。
零模型结果显示ICC(1)为0.2569,属于高度组

内相关,说明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差异

25.69%是由组织层面的因素所致;ICC(2)为
0.75,大于0.70,适合采用多层线性模型。

(2)随机系数模型

经过零模型检验适合采用多层线性模型后,
加入层-1自变量:对受教育程度以外的自变量

加入随机效果做随机系数的回归模型。与零模型

相比,组内方差由1.287降低为0.902,组内变异

改善f2=(1.287-0.902)/1.287=0.2991,介于

0.15~0.35之间,根据Cohen提出的标准,加入

的自变量对模型解释效果为中等,意味着加入

层-1四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层-1斜率29.91%
的变异程度。Deviance值由1439.25降 低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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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6.54,模型拟合度得到改善。在层-1四个自

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未达显著水平,工作年限、公
共服务动机和循证能力均达到显著水平。所以,

原假设 H2、H3、H4得 到 支 持,假 设 H1未 获

支持。

表5 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结果

变  量 零模型 随机系数模型 完整模型

层-1
 截距 5.146***(0.109) 5.398***(0.216) 5.388***(0.176)
 受教育程度 -0.096(0.069) -0.095(0.060)
 工作年限 -0.089***(0.031) -0.089***(0.031)
 公共服务动机 0.336***(0.056) 0.342***(0.056)
 循证能力 0.291***(0.064) 0.290***(0.063)
层-2
 组织环境 0.431***(0.055)
 服务对象 0.077(0.151)
 组织规模 0.086*(0.045)
τ 0.445*** 0.493*** 0.283***

σ2 1.287 0.902 0.887
Deviance 1439.25 1346.54 1325.34

注:带稳健标准误的估计,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

  (3)完整模型

同时加入第一层和第二层的自变量运行完整

模型,为提高模型拟合度,第一层除受教育水平外

的自变量加入随机效果,第二层变量进行总平减。

Deviance值进一步减少为1325.34,模型拟合度

进一步优化。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一层的变量

中,受教育程度未达显著水平,工作年限、公共服

务动机和循证能力均达到显著水平。第二层变量

中,服务对象未达显著水平,组织规模=0.086,略
微显著(p=0.060),组织环境=0.431,在0.01
水平上显著,说明原假设 H5、H7得到支持。运

行完整模型的结果表明,除原假设 H1、H6未得

到支持外,其他假设均得到支持。个体层面的变

量共解释了使用学术成果总变异的23.10%(占
个体层面因素所解释变异量的31.08%),组织层

面的变量共解释了总变异的9.35%(占组织层面

因素所解释变异量的36.40%)。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使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组织和个体层面

影响政府工作人员使用学术成果的因素。实证分

析结果表明,在个体层面,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共服

务动机、循证能力与学术成果的使用存在显著的

正向效应,工作年限对学术成果的使用有负向效

应,受教育程度对学术成果的使用不存在显著影

响;在组织层面,组织规模、积极的组织环境对学

术成果使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部门服务

对 象 对 学 术 成 果 使 用 的 影 响 并 不 显 著。

Moynihan、Kroll等人实证分析结果都表明面向

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政府工作人员更倾向于使用

绩效信息,因为需要回应社会公众的诉求和压力。
本文研究发现存在差异与我国社会政治背景有

关,我国政府内部是自上而下层级节制,权力集中

于“一把手”;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方面,传统“官本

位”思想根深蒂固,政府工作人员承受来自上级领

导的压力并不小于来自社会公众的压力。
循证实践是近年国外社会科学领域新兴的跨

学科研究课题,并且已从理论研究逐渐发展到实

践应用,如美国循证预算。循证实践对我国政府

而言是新生事物,本文研究发现为促进学术成果

使用和循证实践探索提供了启示。在组织层面,
首先要争取主要领导对组织创新与变革的支持,
提高组织成员的亲社会行为动机,亲社会行为动

机强的个人更倾向于支持组织变革。另外,还需

要澄清组织目标,培育开放、包容、进取的创新型

组织文化,这是推动行政组织变革和发展的内在

驱动力。培育积极的组织环境要素能为循证实践

改革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政府工作人员更多使用

学术成果。其次,规模大的政府部门更有实力承

担循证实践的成本,也更需要科学依据指导工作

实践。推行循证实践改革宜自上而下,从人员和

编制较多的上级部门开始。在个体层面,受教育

程度对学术成果使用不存在显著影响,政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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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高学历人员并不能自然而然提高循证实践水

平,更有效的做法是培训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循

证能力和人民群众利益至上的价值信念。工作年

限对学术成果使用有负向效应,年轻人工作经验

欠缺但倾向于搜索和使用学术成果作为工作依

据,年长者经验丰富但对学术成果不够重视,政府

部门决策过程中如果能够征求和采纳不同年龄段

工作人员的意见,将学术研究证据和经验证据相

结合,更有利于推动循证改革和科学决策。
在公共管理乃至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学术成

果使用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成果较少,本项研究

起到一定补充作用。另外,本文从循证视角出发,
将学术成果和绩效信息视做不同类型的证据,将
绩效信息使用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作为本项研究

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结果亦支持大部分研究假

设,说明学术成果与绩效信息同为证据,在实践应

用中同质性较高,这也验证了循证视角的合理性。
但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也有局限性,由于可作

为理论基础的相关实证研究文献较少及文章篇幅

限制,研究的自变量数量比较有限,数据分析结果

解释力不高也说明在组织和个体层面还包含其他

影响因素,自变量选择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在今

后的研究中拓展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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